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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7日至8月21日，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保护与发展”东北调研组的一行6人，由张海洋、卡丽娜带队，实地调查了黑龙江省赫哲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和鄂温克族自治旗。本次调查旨在摸清中国东北人口少小民族的文化现实处境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国家针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保护和发展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供论证和决策参考。
本次调查基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主要采取了焦点群体座谈会、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与各级政府或民宗局官员或目标少数民族精英座谈讨论。讨论会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在当地民委协调下，听取政府四大班子及外围机构的情况介绍；二是听取民族、宗教和语言文化机构介绍自身的工作和发展计划；三是与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共同座谈讨论本民族文化的处境和发展设想。第二步是在开会的同时，收集各机构部门的地图、方志、工作报告、统计资料和调研报告等。第三步是在地方民委建议下，确定目标民族2—4个社区（乡镇村）作为考察点，到点上同当地干部、专家和居民群体座谈，辅以入户访谈和参与观察。
一  历史与现状概述

鄂伦春人属于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有语言无文字，现在主要学习和使用汉语文。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鄂伦春人现有8196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鄂伦春自治旗和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的新鄂民族乡和新兴鄂伦春民族乡、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民族乡、大兴安岭市的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民族乡和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以上合计，鄂伦春族现有1个自治旗和6个民族乡。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鄂伦春人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生活。下面主要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例阐述。
（一）历史文化传统

据史书记载，鄂伦春人在元明时期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外兴安岭、黑龙江流域直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称“林木中百姓”。他们那时有几万人。17-18世纪初，他们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地区。
在这山高林密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下，他们依然以氏族为单位从事狩猎、饲养驯鹿、采集和捕鱼等传统的生产生活，创造并发展出具有浓厚民族特点的狩猎、桦树皮、兽皮、熊崇拜、萨满教等文化。其传统文化是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足完整体系。清代皇家称他们为“使鹿部”、“使马部”、“索伦部”等。解放后，中国政府在民族识别中根据本民族意愿，识别出鄂伦春族。
鄂伦春人刚来大兴安岭的时候，这里人烟稀少，马鹿、驼鹿、狍子、野猪、熊、灰鼠、飞龙、棒鸡和水中鱼类繁多，从此他们就以此为家，兢兢业业地守护着这片森林。那时，鄂伦春人以吃野生动物肉为主、吃山林野菜野果为辅，饮用奶茶、树汁和树浆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游猎经济为主的生计。
早期为方便狩猎和饲养驯鹿、马，山林鄂伦春人曾居住一种易于拆迁的帐篷式“撮罗子”。这种“撮罗子”高约1丈，直径1.2丈，用25-30根落叶松杆搭成伞形。夏季用松树皮围盖，冬季用鹿皮等遮蔽。

早期，鄂伦春人狩猎工具有扎枪、弓箭和燧石枪、猎刀、砍树刀、鹿狍哨等。桦树皮船、滑雪板等也必不可少。20世纪初始，他们开始使用俄式“别力弹克”快枪，后又陆续使用“七·九”、“七·六二”和小口径步枪等，从而大大提高了狩猎能力。俄式枪支和弹药是猎民用昂贵猎物如鹿茸等，从俄商手里直接交换而来。

鄂伦春人的早期衣着、铺盖都用马鹿、驼鹿、狍等野生兽皮制成。他们的兽皮加工工艺极为古老。各种制品用兽筋制成细线缝成，可做四季用的皮帽、皮衣、皮裤、皮鞋、皮被褥、皮包及其它制品，并有纹样古朴的装饰。桦树皮容器也很普及。人们还用桦树皮剪出惟妙惟肖的动物形象，也善于雕刻木质、骨质、鹿角质的动物造型。

社会组织方面，鄂伦春人直到1940年代末，仍流行父系氏族组织。鄂伦春人把氏族叫“莫昆”，族长称“莫昆达”。各氏族都有氏族长并有氏族长会议来协商解决氏族间的问题。氏族之下的家族称“乌力楞”。“乌力楞”之下分化出来的小家庭“柱”是基本社区细胞。他们把猎获的马鹿、驼鹿、狍等野生动物的肉按家族“乌力楞”内的各个小家庭“柱”为单位来进行平均分配。家族“乌力楞”对于鳏、寡、孤、老弱病残者实行无偿抚养。男性老年人有很高权威。他们实行一夫一妻的氏族外婚制度。丧葬多为树葬或风葬。
鄂伦春人早期信奉萨满教，是以万物有灵为其核心的信仰体系。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萨满。氏族长一般由萨满担任。氏族社会中出现的一切矛盾或生老病死等事宜，均由萨满出面解释或解决。他们对火的崇拜也很普遍。另外，他们对熊有着既崇拜又恐惧的心理。当猎到熊时，要将熊骨熊头风葬，并且禁食熊身上的某些部位。近代以来，受周围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等信仰。

鄂伦春人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谚语、谜语十分丰富。说唱文学有“摩苏昆”和“坚珠恩”、说唱故事有《英雄格帕欠》、神话有《“恩都力”造人》等等。鄂伦春人还能歌善舞。“篝火舞”、“阿罕伯舞”以及公野猪搏斗舞即“爱达哈喜楞舞”等都反映了他们同自然界相处中的复杂而丰富的关系。
鄂伦春人的传统节日主要有“奥米那”、阿涅（春节）、正月十六（抹黑灰日）、二月初二、罕希（清明）、祭火日（腊月二十三）等。这些节日都要祭神、祭祖，并有着吉庆、祥和、祝福的含义，同时举办歌舞娱乐活动。节日期间，各氏族相互缔结婚姻，交流狩猎经验，重新划定氏族间的狩猎场所和界线。他们还各自拿着最好的猎获物或精心加工的皮毛制品或桦树皮手工艺制品进行交换。上述活动基本上都以家族“乌力楞”为单位进行。
鄂伦春人有适应山林和草原生活、有着一套过迁徙生活的本领和技能，同时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强烈意识。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富含着北方山林民族古朴、纯真，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思维规则和文化内涵，同时含有许许多多远古文化的成分和特征。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一再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关键就在于他们比较完整地保存和延续了古老文化和古老文明。在人类还没有完全释解这些古老文化音符的今天，如果这种千百年来用生命传承下来的宝贵的古老文明和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丧失，不仅会影响到这个民族本身的生存，也为人类社会留下遗憾。通过对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传统文化的研究，求解这些独特的小民族群体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生的问题，这是中国和谐社会构建和文化创新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现状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始建于1951年4月。它位于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大兴安岭东南坡的嫩江西岸。其北部与黑龙江呼玛县的伊勒呼里山为界，东南与黑龙江省嫩江县隔江相望，南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阿荣旗接壤，西与根河市、牙克石市为邻。旗境南北长261公里，东西宽280公里，总面积59880平方公里，在呼伦贝尔市各旗市区中面积最大。它有林地8730万亩，占全旗面积97.2％。但林地中属于本旗的施业面积仅23.7万亩，占林地面积0.27％。其他林地都为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所属6个林业局和农场局所属6个国营农场占用。这些国家林场的林权证管辖范围占鄂伦春自治旗实际管辖面积的92.8%，农场局管辖范围占鄂伦春自治旗实际管辖面积的5%。结果，自治旗的实际管辖面积仅为旗境2.2%。
其中又有1/3即1891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无偿占用。
随着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 的实施，天然林限伐，旗林业收入由原来占财政收入的80%下降为18%。

2006年6月全旗行政区划为6镇1乡，总人口279718人。其中鄂伦春族2436人，占总人口0.87％，汉族247422人，占总人口的88.45％，其他15个少数民族占29860，占总人口10.68％。农业人口64018，非农业215700，各占22.89％和77.11％。

2005年，全旗有乌兰牧骑、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公共图书馆、体育馆、电影院、广播电视台各1座，文化站10个。教科文卫方面，全旗现有中小学110所。其中民族小学8所，民族中学3所。鄂伦春学生全部免费入学并享受助学金。2005年，全旗拥有卫生机构98个，有旅游景点“嘎仙洞鲜卑旧墟石室”等近20处，年接待国内外游客65503人次。

（三）文化变迁

鄂伦春人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经历两次重大变迁。第一次发生在1950年代。当时，黑龙江省动员部分鄂伦春人下山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兼事狩猎业，但没有撼动根本。第2次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1996年1月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作出禁猎决定，全体鄂伦春人彻底告别了传统的狩猎业生产生活，走上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道路，这说明鄂伦春人沿用几千年来的传统狩猎文化已经解体。
鄂伦春人传统文化解体，主要是因为禁猎。鄂伦春人过去食兽肉衣兽皮，住在用兽皮围盖的“撮罗子”内，社会组织、物质和精神生活处处离不开狩猎业。狩猎构造了鄂伦春人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文化体系。可以说，狩猎文化是其传统文化的核心。近几十年来，由于森林被过度开发，野生动物被外来人口滥捕滥杀，鄂伦春人的狩猎活动即使不被禁止，也在客观上难以为继。生态危机导致生计危机，生计危机导致了鄂伦春人的传统狩猎文化解体。

1.传统组织变迁
清代，中央政府为巩固东北边防，曾把当时3796名鄂伦春和鄂温克的索伦部连同达斡尔人和巴尔虎部蒙古人共同编入布特哈八旗，即所谓“打牲部落”，也叫“索伦部”，其领袖人物被授予佐领或骁骑校官职，并派往呼伦贝尔长期驻防。
 清后期实行路佐制后，鄂伦春传统的哈拉、莫昆氏族制度开始瓦解，但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族“乌力楞”得以保存并发挥功能。1950年代鄂伦春人定居时，以几个“乌力楞”为单位建立一个村庄。“乌力楞”之间的界线被打破。家族长和传统习惯法被政府选派的村长取代。村长之上是乡长县长，一切都是现代制度。过去，鄂伦春人出猎要在“乌力楞”之下组成临时狩猎小组“阿那格”。但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鄂伦春人养成了独自一人出猎的新习惯。到1996年1月禁猎，任何形式的狩猎组织都不复存在了。
2．物质文化变迁

在生产方面，清朝把鄂伦春人编入布特哈八旗时，为减少军费开支还按等级发给他们部分牲畜，因此他们在狩猎的同时开始用马。清末民初，政府对鄂伦春人推行“弃猎归农”政策， 1914年北洋政府制定《生计地移垦章程》，在奇克特东方、逊河地方、黑龙江沿岸等地区划给鄂伦春人生计地22906.9垧
，对鄂伦春社会带有指导变迁的含意。此后几十年，鄂伦春人没有发展出很强的土地私有观念，也没有表现出经营农业的兴趣，多半采用雇工耕种，自己则继续从事狩猎，因此这种政策没能持续多久就被放弃。1950年代，鄂伦春人中的一部分人陆续转产从事农业。1996年1月后，无处打猎无猎可打的鄂伦春猎民被迫全部放弃狩猎业，转产于农业生产生活。今天的鄂伦春人，只有少数几位60岁以上的老人时至今日还熟知并掌握着狩猎技能。但从主体上看，鄂伦春人中多数青年人对传统狩猎业已是一问三不知，也没有兴趣很好地掌握农耕技术，想当公务员、想上大学又很难考上。失去了传统生计的鄂伦春人无以为计，无所适从，成为边缘人，陷于困境当中。这是鄂伦春人的生存现状。

衣着上，聚居地的部分鄂伦春人在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时都会穿上用现代工具和布料缝制的本民族服饰，其样式和花边图案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气候变暖和禁猎等原因，穿兽皮服饰的人几乎没有。在饮食上，鄂伦春人仍保持着食肉饮酪的传统，也增加了很多米、面、蔬菜成分，食物烹饪方法与东北汉族相同。居住上，鄂伦春人现都已住上国家为他们盖的统一砖瓦房。传统的“撮罗子”只能在博物馆、旅游点等地能够见到。
3.  语言和精神文化

鄂伦春民族研究会于2000年在鄂伦春自治旗四个鄂伦春猎民乡镇对636名猎民做过“关于鄂伦春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
。从中可以看出，有251人能够完全掌握和熟练使用本民族语言，占总数39.47%。这些人多为中老年。完全不懂本民族语言的有264人，占总数41.51%，多为30岁以下年轻人。由此可见，50岁以上的鄂伦春人是使用民族语言的主力。如果不能及时传承，鄂伦春语将迅速消亡。这是伦春自治旗的语言使用情况。非聚居区的鄂伦春人丧失民族语言的情况尤为严重，就连听得懂的人也在迅速减少。1980年代调查时，鄂伦春人聚居区托河、甘奎、古里等地的情况还是“无论男女老少生活用语均以鄂伦春语为主”，“在猎民村里，无论在家庭内、村寨内或者召集会议，完全用鄂伦春语交谈或讨论问题”，“青少年中有50%经常说鄂伦春语”，即使在散居区，“16岁以下的少年或幼儿中，懂鄂伦春语的也占40%”，“中年人或青少年在乡村里经常使用本民族语言，偶尔使用汉语”。
但在1991年他们再次进行调查时，偏远聚居乡村的鄂伦春老少在日常生活中都在用汉语交流，掌握民族语言的人数急剧减少。仅隔11年后，民族语言丧失情况如此严重，令人痛心。

文学艺术上，随着鄂伦春语衰退，民间50岁以下会唱民歌的鄂伦春人只剩下吴瑞兰、葛长云等几人。口弦琴是过去鄂伦春男女青年恋爱和娱乐时必用的传统乐器，现在会演奏的人已是微乎其微。早年鄂伦春人用桦树皮制作桦皮盒、碗、篓、桶、船等多种制品，现在由于森林得到保护，没有了原材料的鄂伦春年轻人几乎丧失了这方面的技艺。掌握并能做桦树皮工艺的鄂伦春人都是些老年人。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呼玛县十八站乡能找到制作桦皮船的仅有几位鄂伦春老人。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民族乡鄂伦春村有鄂伦春妇女55名，但会桦树皮手工艺的只有9名，年龄都在40—72岁之间。
我们现在只有在博物馆还能看到做工精致、造型美观的桦树皮器皿。由于禁猎断了原料，同时因为老人减少，当地已很难找到有加工桦树皮和兽皮手艺的鄂伦春人了。

宗教信仰方面，原生态的鄂伦春萨满教仪式一直保持到1950年代。呼玛河流域5个“部落”的鄂伦春人在定居前的1952年夏天举行了最后一次送神仪式。全体萨满齐聚呼玛河畔跳了整整3天的送神舞，以示当地鄂伦春人放弃萨满而改信唯物主义。但猎民对萨满的信仰其实没有间断。许多中年人现在还记得小时候萨满跳神的盛大场景。70岁以上的鄂伦春老人仍是万物有灵论者，保持着鄂伦春人信仰的主体内容。50—70岁受过学校教育的鄂伦春人身上还有传统信仰的影响，是将信将疑的一代。40—50岁的多数鄂伦春人大概知道萨满是怎么回事和怎么做法。40岁以下的鄂伦春人已经很少传统信仰踪迹。今天的鄂伦春人生活中已经没有萨满，能咏诵萨满长调并能主持萨满仪式的老人只剩下几人。黑龙江省鄂伦春社区基督教很流行，甚至还有几个年轻人被送到广州的一个神学院学习。

婚丧习俗方面，鄂伦春人过去都有树葬、风葬等习俗，后来实行了土葬，现在又实行火葬。葬礼都与东北汉族相同。鄂伦春人过去都实行氏族外婚的一夫一妻制，一般很少与其他民族通婚。但自1950年代开始，由于大量外来民族涌入，现在的鄂伦春人与外民族通婚现象十分普遍。据1997年何文柱和逯广斌等人对黑龙江省5个鄂伦春民族乡调查显示
，不同民族通婚占鄂伦春人总户数的70％；十八站鄂伦春民族村58户中有31户异族通婚者，占53.47％；白银纳鄂伦春民族村70户中有27户异族通婚者，占38.5％。另据2004年韩有峰调查显示
，在鄂伦春自治旗有鄂伦春人464户，其中男女双方均由鄂伦春人组成的家庭只有131户，仅占总户数的28%；其余333户都由混合家庭组成占72%，其所生子女虽报鄂伦春族，但所学母语已不是鄂伦春语。跨民族通婚对象多为来自不同地区的汉族，也有少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现在很多鄂伦春青年不大会讲鄂伦春语，儿童更是清一色地讲汉语。长此以往，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都会受到影响。

面对文化濒危流失的现状，政府和当地居民都在积极采取对策实施抢救、挖掘和整理。2000年3月，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秘书长敖长福带调查组一行5人对鄂伦春自治旗4镇2乡7个猎民村做鄂伦春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共录制鄂伦春语及鄂伦春民歌计1000分钟的14盘录音带。鄂伦春自治旗在鄂伦春中学于2002年3月开设了民歌课，于2004年9月开设民族手工艺课，聘请通晓民歌、绘画、了解民族风情、具有剪纸技能的本民族人士任教，使学生受到了本民族文化艺术的熏陶。近几年，黑河市爱辉区政府组织人员共整理出神话传说、故事、民歌等120万字。黑龙江省教育厅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为了统一规范鄂伦春语教材，并将鄂伦春语作为一门正式课程长期开设下去，通过对“鄂伦春语教材”进行审定后，已开始在全省鄂伦春小学校试用。这为鄂伦春语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鄂伦春人定居以后，只用了短短40几年的时间，经历从定居到文化解体的过程。但解体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彻底消失。黑龙江省的情况说明，只要少数民族有愿望，非民族自治地区的政府也能在传统一息尚存时为保持少小民族文化做出重要贡献。黑龙江鄂伦春人传统文化保护对于鄂温克人和赫哲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 鄂伦春民族文化危机的社会与经济原因
（一） 资源丧失导致狩猎业无以为继
1951年鄂伦春自治旗成立时，国家划给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东南麓59880平方公里土林地。那时全旗人口778人，其中鄂伦春人774人，占99.48%。当年，他们的猎业产值是4.9万元。1957年达到19.8万元。这在当时算是很富足的生活。

1951年，国家开始筹建森林经营局，1958年4月改为林业局。1964年，国家展开林区开发大会战，先后在鄂伦春自治旗境内建成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直辖的6个林业局。其中的4家林场仅在1958—1988年的30年间就生产木材2533万立方米
。现在，兴安岭原始的落叶松林基本消失，依赖原始森林生存的珍稀物种大量处于濒危。

在森林资源被大量砍伐的同时，鄂伦春自治旗还经历了三次开荒高潮
：第一次是1950—1960年代，军队成建制转业，建立农场。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第二次是1970—1980年代，大批外来人员涌入鄂伦春自治旗开荒定居谋生。他们的垦荒是掠夺式的，机动性极强，甚至把耕地开到山头上。第三次是1990年代，国家搞农业二期、三期、四期开发。大兴安岭东南麓宜农荒地又被开垦百万亩。目前，鄂伦春自治旗内分布着内蒙古自治区所属大杨树农场管理局6个国营农场和星罗棋布的家庭农场，占用土地1500多万亩。旗内还驻有现行政归属为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管辖的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后，大规模的毁林开荒被制止，但一些耕种者年年向外扩犁，森林仍被蚕食。林业专家测定：大兴安岭林缘已由嫩江边退缩到自治旗境内加格达奇区以北的阿里河、松岭一带，后退距离超过200公里。

在此过程中，鄂伦春自治旗消耗森林蓄积约1.2亿立方米。1980年以前，旗森林覆盖率约为81%，地表植被覆盖率为95%。2000年全旗森林覆盖率只有72%，地表植被覆盖率下降到93.5%。2001年，全旗森林覆盖率直线降至46.8%，从而使涵养水分能力大幅下降，调节水气能力减弱。水气循环失衡，导致气候异常，频繁出现灾害性天气。无雨干旱、遇雨成灾，这是生态环境逆向变化的直接后果。鄂伦春自治旗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到1980年，发生春旱频率不到5%。但1980年以后，几乎是十年九旱
。因此民间开始有三年灾、三年平、三年丰的说法。

森林和土地开发导致人口急剧膨胀。由1951年的778人发展为2005年的279 718人，增长了360倍。见下表1：

表1：鄂伦春自治旗人口发展的几个高峰期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总人口
	其中：
	
	总人口
	其中：

	
	
	鄂伦春人
	汉族
	
	
	鄂伦春人
	汉族

	1958
	49 131
	863
	46721
	1988
	291 372
	1807
	266141

	1966
	123 922
	1050
	114698
	1998
	319 996
	2206
	287652

	1979
	265 762
	1267
	248101
	2005
	279 718
	2436
	247422

	参考：1951年全旗人口为778人，其中鄂伦春人就为774人，占总人口的99.48%。


资料来源： 1. 鄂伦春自治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鄂伦春自治旗志》（1951—1991）第84—86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 2. 鄂伦春自治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鄂伦春自治旗志》（1989—1999）第65—66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 3. 徐占江主编：《2006年 呼伦贝尔市要览》第482页，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

人口增多导致猎取无度和猎物急剧减少。1988年，全旗狩猎产值仅2.5万元。
1990年代初期已无猎物可打。加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鄂伦春自治旗政府遂于1996年1月作出了放弃传统狩猎业的决定。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林业企业近年垄断经营林地资源，严重侵害到《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鄂伦春农猎民的自治权利。1964年国家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将林区以施业区形式划分给国有林业企业。1990年以来，原国有林业部用施业区划代替行政区划，对鄂伦春自治旗境内6个国有林业企业和一个地方国营林场核发了《林权证》，发证面积达533.8万公顷，占全旗总面积的92.8%以上。鄂伦春自治旗所属林场面积仅占全旗林地总面积0.27%。农垦系统管辖范围又占去鄂伦春自治旗实际管辖面积5%，自治旗的管辖面积仅为全旗2.2%。
鄂伦春自治旗2005年有近30万人口，其中林业人口11万，占36.7%。林权证的发放导致占全旗总人口2/3的非林业人口只能依靠不到5%的土地资源生存和发展。

另外，随着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旗林业收入由原来占财政收入的80%下降到18%。
 受“林权证”影响，旗内进行很小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修建小型污水氧化塘、在原路基上改造公路、建移动通讯基站等等都要到林业局办理审批手续。招商引资方面，许多本应落地的项目，最终因要交纳巨额的“林地补偿费”而相继流产，严重影响投资环境。

在国家鼓励产业结构调整，鄂伦春农猎民积极畜牧养殖时，林业系统又在未与地方沟通的情况下单方宣布废止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核发的《草原使用证》，清理鄂伦春农猎民放牧点，甚至动用警力收取资源补偿费，引起农猎民的强烈不满，严重影响了民族关系。部分林业局还以林政管理检查防火为由，对村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增加了鄂伦春农猎民的负担，严重伤害民族感情。

2003年10月，国家林业局驻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有关问题的联席会议纪要》后，大杨树林业局从企业利益出发，于2004年1月擅自出台《大杨树林业局林权证范围内有偿使用林地发展畜牧业管理办法》和《大杨树林业局林权证范围内有偿使用林地发展畜牧业收费的通知》文件，规定对畜牧养殖户每户养牛、马5头以上或羊30只以上，按每亩1.35元收取资源补偿费。其他每户养牛、马5头或羊30头以下者，牛、马每头每年按100元，每只羊按10元收取资源补偿费。这更加重了鄂伦春农猎民的生活负担。
（二） 返贫致贫现象严重
鄂伦春自治旗气候条件属于寒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春季风大干燥、光照充足，多发旱灾或春冻；夏季短促湿热、降水集中，易发局部洪涝灾害和雹灾；秋季气温变化无常、昼夜温差大，易发生早霜；冬季长而干燥寒冷，常有暴风雪。年平均温度–0.3℃，年平均无霜期日95天。又由于全旗以山地为主，受土壤垂直分布规律控制，黑土出现较少，仅分布在东南边界一线的丘陵平原之上，面积为486万亩，仅占全旗总面积的6%。这种条件说明，当地并不适合于发展农业。但禁猎后的鄂伦春人却走上了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道路。加之，1950年代开始，当地大量宜农荒地被自治区属农垦部门开垦。这样，留给鄂伦春猎民转产的土地多属土壤贫瘠的坡地。这些条件致使鄂伦春猎民弃猎从耕后生活贫困，致贫和返贫现象十分严重。
1998年，鄂伦春自治旗有鄂伦春猎民230户791人，其中鄂伦春630人，有耕地30005亩，人均耕地面积约40亩，没有耕地者113户（包括单身户），占总户数近50%。
 1999年，鄂伦春自治旗248户鄂伦春猎民住户中，仍有138户没有耕地，占总户数的55.6%。另有13户猎民住户的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下。
 全旗1999年粮食产量曾达166307吨，2000年仅产130045吨。农民人均纯收入1999年为1771元，2000年仅为1590元。
 2005年鄂伦春自治旗农民人均纯收入2625元，为呼伦贝尔市农牧民平均收入纯收入的82%。
 2003年，全旗82个行政村中有贫困村52个，占总数63.4%。贫困人口36203人，占农村人口61.7%。鄂伦春猎民贫困人口385户1345人。
 2005年全旗4个猎区乡镇7个猎民村共有人口2700人，贫困人口竟达2184人，占总人口80.88%。由于鄂伦春自治旗林业税收收入下降，无法帮助受困猎民。
建旗开始，鄂伦春猎民作为护林防火队员享受护林津贴，每人每月36元。1996年旗政府宣布禁猎后，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为猎民每人每月发放70元禁猎补助。禁猎补助款由旗内各林业局赞助。一旦林业局的补助到位不及时或不足额，猎民生活就会极度贫困。调查资料显示
，鄂伦春猎民如果没有政府资金帮助，几乎无法生存。加之，在地方公务员考试录用、精简人员及国家入学统考中，并没有对鄂伦春人有大幅度的特殊优惠政策待遇，使得人口较少的鄂伦春人无法与庞大的外来人口竞争，从而成为边缘人。这种状况使得传统以来以不劳而获为耻的鄂伦春猎民的内心世界极度痛苦。他们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多年居高不下。
 究其原因，是因无以为计，导致失去生存的根本，从而引起观念混乱、精神空虚和对周围环境的无所适从。
鄂伦春猎民开始农耕时，恰逢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他们开始发展多种经营时，又因资源匮乏受阻。因此，他们只能依靠政府的各类补助补贴勉强维持生活。这些猎民虽然住着外观漂亮的砖瓦房，室内却四壁空空生活拮据。这部分猎民可以形象地被比喻为“四不像”。既不像商人，也不像工人，更不像农民和牧民。
 这些都使得鄂伦春人不仅人口不能正常再生产，而且影响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更影响到文化发展。
三  抢救、保护和发展的思路及其建议

（一） 依照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法》保护原住民权益，有计划恢复狩猎业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第二十五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但在《国有林权证》的实际管辖范围，内蒙古的鄂伦春自治旗却没有开发利用本行政区域内自然资源的权利，更无法有效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这种格局也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如前所述，《国有林权证》发放后，鄂伦春这个少小民族连自己熟悉的山林家园都无权自由出入。因此，建议国家尽早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保障鄂伦春人享有原住民的资源权利和生存权利。
我们知道，森林狩猎文化是鄂伦春人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传统的狩猎文化并没有滥捕滥杀野生动物，更没有滥砍乱伐森林。因此，保护大小兴安岭及其野生动物必须从根子上抓，必须与鄂伦春人的资源权和生存权联系起来，并赋予他们保护资源的特殊权利。这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明，是保护和恢复山林生态环境的最佳出路。鄂伦春人的未来发展和文化保护，应该在拥有充分环境资源权利的前提之下由其做出自主选择。换言之，只有先保障他们的“环境资源权利”，才可能谈及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才能谈及对这个少小民族的文化保护。同时，狩猎文化也是人类社会的古老文化类型，因此从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抢救并有计划地恢复狩猎这一古老文化类型，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有计划地恢复鄂伦春人的狩猎业，必须在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指导之下，要严格按照鄂伦春猎民人口数字，明确下达可猎捕野生动物及可剥桦树皮的数量并颁发“生产加工许可证”和“原料指标许可证”等，使他们合理地取得生产原料。
（二） 发展驯鹿业
由于森林中野生动物日渐减少处于濒危，加之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鄂伦春人不能够也不可能再以狩猎维持生计了。我们建议有计划地恢复一小部分狩猎业只是为了抢救和保存人类社会的狩猎文化这一远古文化类型，而不是为了生存需要。因此，鄂伦春人有必要探寻出一条适合于其民族生存和文化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们认为，发展驯鹿业是我国鄂伦春人可持续发展的、适合寒冷地带的优势产业。北极圈内的世界各国经验也都集中在这一行业上。驯鹿鄂温克人是目前中国境内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鄂伦春人也曾在历史上饲养过驯鹿，因此他们对驯鹿也有着很深的民族情感。驯鹿浑身是宝。它可役使，可观赏，其茸、乳、肉、皮等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市场前景广阔。大小兴安岭林区经过近年来封山育林营林，驯鹿喜食的藓苔类地衣植被的恢复和生成条件正向良性循环方向转化。这些都为中国鄂伦春人发展驯鹿业提供了保证。

从国际角度来看，加拿大、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等国家，都通过制订相应的政策法规，保证了驯鹿民族在保持传统生计方式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化。北欧国家的驯鹿民族萨米人早在1984年就已凭借驯鹿业达到了每户平均收入为1万美元的成绩。
 因此，建议国家参照以上各国有关政策法规，尽早制定出我国相应的法律条款和政策来。

建议我国政府及早采取有效的具体措施来保障驯鹿饲养者的利益。其中包括从国外引进大批优良驯鹿分发给鄂伦春猎人，提高鹿肉的收购价格并给予适当销售津贴，在供应现代化养鹿设备设施的原材料、机械方面给予特殊照顾等等。为了减少竞争，建议政府确认鄂伦春猎民后代的资质，承认他们是“有权养鹿的人”。由于林业部等部门在鄂伦春人传统游猎地区开发森林等自然资源，严重干扰了传统的驯鹿业生产生活，也让他们被迫放弃了传统的狩猎生计方式，因此林业部应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除此之外，还应对鄂伦春人发展其他经济（如奶牛业等）提供必要的帮助。建议国家在鄂伦春人经常放牧驯鹿的低山林区，投资建立几个大本营和春、夏、秋、冬几个营地，供妇女老少居住。他们有权在大兴安岭中自由活动。所有这些，既能抢救和保存并发展传统文化，又能保障鄂伦春人的生存。
（三） 妥善安置工作，以确保山林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延续
目前，在鄂伦春人聚居区，有很多不能充分就业的待业青年，甚至上了大中专毕业回来的鄂伦春青年也未能安排工作。原因是，在地方公务员录用和入学考试中，只降低很少的分数，使得人口少小的鄂伦春人无法与其他庞大的民族进行竞争，从而导致升学率低、本地本民族干部越来越少。这势必会影响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因为本民族干部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特点。他们熟悉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历史和现实，有民族感和责任感，做民族工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建议中央政府责成地方当局对鄂伦春青年就业问题进行妥善解决。对鄂伦春猎民的直系后代建立谱系档案且保存在北京的相关部门，以便各种优惠政策和劳动指标直接按人头落实到猎民身上，防止被其它部门或人挪用。防止以鄂伦春人名义申请的劳动指标又落入他人之手，致使鄂伦春人继续过毫无经济保障的生活。可安排鄂伦春初中及初中以上毕业生在林业部门做护林防火工人和森林警察。在护林防火的同时，以确实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也好使他们继续从事传统的林中生产生活，保存优秀传统文化。由于森林中熊和偷捕滥杀、滥砍滥伐森林的人不在少数，从保护人身和驯鹿安全以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来讲，每一个猎业点都应配备几位有权持枪的鄂伦春森林警察。从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由于资金少、人员以及交通设备设施的缺乏和山林环境的艰苦等原因，林业职工和森林警察很少到密林深处进行巡逻，从而使保护山林和生态环境以及野生动物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山林鄂伦春猎民肩上。他们常常为保护野生动物和山林而赶走那些偷捕滥杀野生动物、滥砍滥伐树木、滥采集植物者，并且可以随时发现山林火种，避免山林火灾。但是由于猎民上缴了猎枪，使得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的工作很难进行下去。国家给这部分鄂伦春人安置工作、支付工资，既可以护林防火、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又可以充分体现国家的人文关怀，保护我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存，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建议国家在地方公务员录用和全国入学统考中，充分考虑到少小民族人口少且居边远偏僻地区的实际情况，仅在其本民族中由高向低择优录用，以便选拔出本民族的优秀人才，为少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文化保护作切实可行的工作。
（四） 建立中国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以及文化保护基金

鄂伦春人这个少小民族的文化处境和生存发展需求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很具有代表性。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以及文化保护体制也需要进行一些创新和改革。从我国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出发，急需设立“中国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以及文化保护基金”这样一种机制。
我们建议“中国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以及文化保护基金”由中央政府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由在少数民族地区开采资源的部门以利润分成的方式提供。基金会总部设在北京，由国家民委承担常务办公职能，由具有很强责任心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少数民族权威人士和专家学者担任主席和委员。各个少数民族由本民族德高望重的人组成“某某民族生存和发展以及文化保护基金分会”。每一笔资金必须通过前期调查研究和总部与分会的共同协商、同意之后，才可以使用。基金会以项目资助的形式接受来自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传承人或少数民族文化团体或机构的申请。基金内部应设立“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项目基金”、“少数民族文化传人工资”、“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和培训基金”、“少数民族生存基金”、 “少数民族发展基金”、“少数民族学术研究基金”等等内容，以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关爱。
(本文根据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合作研究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研究”2006年研究项目“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调查研究”分报告《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的文化现状及其保护与发展》改写而成。


(调查组成员：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卡丽娜副研究员，研究生陈韦帆、髙鑫、王莉、葛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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